
 

 

   

 

 

基于制度变迁视角观察深港合作的演进 
作者：居灿 

 

深港合作一直以来就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其本质是一种制度变迁。

双方从诱致性变迁逐渐走向强制性变迁。发生这样一种转变的原因在于香港回归

消除了两地的政治区隔，降低了合作的制度成本。但是，随着双方在经济发展水

平上的接近和内地的产业结构升级，当前主要由政府强制推动的合作制度安排难

以完全契合双方真实的利益需求，面临合作中政府和市场动力错位的危险。这也

这正是当前的深港合作并未达到政策预期的效果，甚至引起香港部分社会阶层反

感的主要原因。 

早前的深港合作主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变迁主体在获利机会的诱导下主动变更现行制度安

排的变迁。因制度不均衡而带来的潜在收益是引发变迁的主要原因。在 CEPA 实

行之前，深港合作即处于诱致性变迁阶段。在这一阶段，双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巨

大差异和深圳对香港的开放为两地合作提供巨大的潜在收益机会。 

对于深圳而言，“经济特区”肩负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任务，但是单凭深圳

（广东）自身将“小渔村”建成经济示范区仍然面临极大的困难。香港作为转口

贸易中心，不仅仅毗邻深圳，还能够为深圳提供急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理念，

帮助深圳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培育市场经济理念，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对于香港而言，深圳低廉的生产成本和各项开放政策不仅为了面临人力与土

地成本上升和东南亚竞争压力的香港制造业提供了出路，还重新开放了深港边境，

使得香港作为内地联系世界的“桥梁角色”得到全面的发挥。香港实现向服务业

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型成为了可能。 

因此，深港民间都有极大的动力去推动双方的合作，深圳地方政府也有极大

的意愿改善港商的投资环境，突破政策限制，优化制度环境。深港之间得以在口

岸通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获得了从民间到政府的一致认同，各项合作安排推

进迅速。 



 

 

   

 

 

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当前深港合作的主要特征 

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有行政当局通过政策和法令方式进行的一种强制性变

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可能是为满足特定的利益需求而展开，也有可能是出于意识

形态或者官员的偏好主动推进。因此，相比较于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强制性的制

度变迁存在动力错配，无法契合真实需求的危险。CEPA 之后，深港之间的合作

处于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 

香港回归之后，深港合作之间的政治区隔不复存在，双方的合作性质从“涉

外合作”转变为“一国两制”框架下同一经济体下的内部区域合作。合作具有了

明显的政府推动特征。深港合作开始被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框架之下，成为

国家内部经济调整的一部分。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2003 年 CEPA 签订之后，

深港之间先后达成《深港两地政府合作备忘录》和《“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

并建立起了“深港合作会议”的定期会晤机制。2009 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 2010 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通过之后，

深港合作又被置于珠三角区域合作之内，并建立起了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的新平台。至此，深港合作被置于 CEPA、“粤港合作”和深港地方合作的三重

框架之下。 

这种中央到地方的多层次合作机制使得深港合作从诱致性变迁转向强制性

变迁。依据国家的战略安排，尤其是 CEPA 及其补充协议的安排，深港之间的合

作渐次展开，从产业和贸易合作，发展到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合作，并逐渐开始

了在教育、就业、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合作。深港之间的关联也逐渐从经济领域拓

展到社会民生领域，进而直接影响深港社会各阶层。因此，相比较于 CEPA 之前

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此阶段深港合作更具有节奏感和方向性，涉及领域更加广泛，

为深港关联度的加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不可避免

的会受限于部门决策的路径依赖、知识局限和利益集团冲突等问题，一方面香港

特区政府尚未跳出依赖中央政府获得利益的传统思维，另一方面深圳地方政府则

缺乏整体规划，合作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和市场动力错位，难以充分调动市场力量

的参与，从而使得包括前海合作区内的服务业合作进展缓慢。 

 



 

 

   

 

 

未来深港合作的制度安排应当注重诱发民间合作的动力 

一般而言，制度变迁发生在两种情形之下：一种是新的制度创新改变了潜在

的利益；另一种则是新的制度创新降低了变迁的成本。纵观深港合作的历史，在

诱致性制度变迁阶段，因为内地的开放政策增加深港合作的潜在收益，从而诱发

从民间到政府的合作热情；在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CEPA 等多层次合作框架的

设立降低了变迁的成本，深港两地政府也有动力拓展多领域的合作。但随着两地

经济规模趋于接近和内地经济结构开始转型，深港之间基于产业差异而产生的经

济利益已经消耗殆尽，传统的合作制度缺乏推进深港合作的动力。同时，当前政

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无法契合两地真实需求，市场参与热情较低。因此，

新的深港合作机制应该改变主动供给新制度的状态，更多向诱致型制度变迁转变，

引入更多的参与者，完善配套制度设计，避免深港合作过程中的“一头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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